中国城市居民
生活质量研究报告
(2012)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课题组
目  录
4一、概念与指标体系


4（一）研究背景


5（二）分析框架


11（三）指数及测量


11（四）操作化与问卷调查


14二、2012年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客观背景分析


14（一）收入水平


16（二）受教育程度


18（三）职业声望


20（四）地位及其一致性


21三、2012年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总体状况分析


21（一）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评价


22（二）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信心度评价


24（三）现状满意度与未来信心度比较分析


241、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社会群体性差异


272、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社会制度性差异


29四、个人生活领域状况分析


311、物质生活


321.1 经济收入


331.2住房状况


361.3健康状况


372、社会情感


403、自我成就


42五、社会质量及其影响分析


431、社会设施


472、社会赋权


483、社会包容


514、社会凝聚


56六、结论与思考


66参考文献




摘  要
2012年中国社会正发生重大变化，50%以上的人口成为城市居民，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着重大变化。总体看来，2012年城市居民对生活现状基本满意，对未来生活较有信心。从物质生活、社会情感、自我成就和社会质量四个领域考察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目前随着城市化推进，社会群体利益分化，物价、房价、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方面的资源分配结构仍存在某些矛盾和问题，尚不能较好满足城市居民的需求。总体看来，人们对微观层次的个人生活比对宏观社会质量更为满意，但是人们对宏观层次社会质量的改进更有信心，这为以推进民生建设为重点的国家改革提出了挑战和提供了基础。我们认为，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是一个系统工程，在价值观层次重点着手重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在制度层次推进民生建设为核心的民生工程和社会改革，在个体层次发挥个体的创造力和鼓励人们积极参与社会建设，以在宏微观层次上不断改善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并实现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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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处于“十二五”这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结构和制度正发生着急剧的变迁。特别突出的是，2012年是中国历史变革的重大转折点，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首次超过50%。这意味着，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了农业人口，人们的生产方式、职业结构、消费行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都将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经过三十年经济改革，中国的经济在不断地繁荣，社会在不断地富裕，正处于由“经济发展”到“社会发展”的转变中。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我国人民的生活质量并未随经济发展得到相应提升，人民的社会福利状况还不令人满意（郑功成，2010），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并未得到相应提升（Brockman，2009）。中国城市化的显著特点之一是政府主导型的急速城市化模式。在1978-1999年，城市化率提高了12个百分点（17.92%-30.89%），在2000-2010年，城市化率提高了14个百分点以上（36.22%-50%）。快速的城镇化带动着快速的人口流动、社会结构变化迅速引发利益群体矛盾突出等问题，同时也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加快与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扩大化的挑战。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生活质量成为社会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报告的研究试图建立生活质量的分析框架，国家民生建设和各城市发展提供新思路，为社会政策的分析和制定提供依据。
从国家发展战略来看，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全面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和执政纲领。保证基本民生，共享改革成果，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到2020年重要奋斗目标和中心工作。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依然是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国家从社会发展战略高度将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作为21世纪社会发展的基本内容，研究中国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在这种宏观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于2012年5月，开展了“中国社会态度和社会发展问卷调查”。基于此次调研数据资料，形成了关于人们生活质量的研究报告。本报告的目的是了解中国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现状、特点、结构和影响因素。本报告关于生活质量的分析有两个突出特点：一个是关注人们的主观感受，这是因为虽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物质资源的分配结构导致人们的生活质量水平有着显著差异，但决定人们是否生活质量好坏的并不完全是实际发生了什么，更为关键的是人们对所发生的事情在情绪上做出何种解释，在认知上进行怎样的加工；另一个是关注宏观层次社会质量
状况，探讨社会资源分配状况和社会关系状态对人们主观感受的影响。
本次调查取得了丰富的数据资料，为分析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提供全面的数据支持，尤其是关于物质生活（收入、住房、健康等）、社会情感生活、社会环境等重要生活领域的主观感受的信息，并以该主观感受作为衡量人们生活各方面的水平高低的综合指标。具体而言，报告以人们对生活的总体满意程度、人们对未来的生活的信心程度为测量指标，以“物质需求”、“社会情感需求”、“自我成需求”和“社会环境需求”四个方面为主要考察领域。本报告的政策意义在于，它提供了关于生活质量的总体分析框架，在深入分析基础上就如何推进民生建设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一、概念与指标体系
（一）研究背景
生活质量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经济学家J.K.加尔布雷思所著的《富裕社会》（1958）一书，主要揭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居民较高的生活水平与满足社会的、精神的需求方面相对落后之间的矛盾现象。最近十年，国内学者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也形成了一些关于生活质量的定义和研究成果（周长城，2002；2003；余宏，2009），将生活质量定义为：“是环境提供给人们生活条件的充分程度以及人们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是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社会成员对自身及其自身所处的各种环境的感受和评价”（周长城，2002）。目前有些学者借鉴欧洲生活质量研究，将社会质量的分析视角引入对中国居民的生活质量研究（林卡,2010；张海东，2010）。在以往研究基础之上，我们认为，生活质量主要是指人们对他们目前生活条件和所处的社会环境的一种主观感受，人们生活质量高低包含物质生活、社会情感生活、自我成就和社会质量四个领域的状况。
（二）分析框架
生活质量指标既包括人们欲望或需求得到满足的客观条件即产生幸福感的利益或客观事物，也包含人们欲望或需求得到满足的心理状态, 即幸福感或满意感等主观感受。早在1972年，埃瑞克·沃拉德将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划分为三个层级即物质需求、社会情感需求和自我成就的需求（Allardt et at，1993）。其中，“物质的需求”指的是物质的、非情感的满足；“社会情感的需求”指的是与社会联系和支持的需要，主要的主观指标是幸福感；“自我成就的需求”指的是充分发挥自己潜能的创造的需求。
虽然社会质量研究最早源于欧洲社会政策研究者对欧洲各国人们生活质量的分析，但社会学家一直重视强调宏观社会制度安排和社会结构对人们的行为约束及其后果的影响，认为人们的具体生活深植于其所生存的社会环境。正如一个开放、包容、和谐、公平的社会系统和社会制度安排能最大限度地照顾到大多数人的利益，实践公平正义、公正透明、惩恶扬善，推动机会均等、平等参与，有利于人们的成长发展和健康生活。在这个意义上，人们需要一个良性的社会系统，一个健康的社会环境，一个和谐的社会制度安排。因此学者们呼吁，在对于生活质量的追求中，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不仅在于如何发展经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更要考察如何进行社会的分配和再分配等社会制度安排，使全体民众能够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林卡，2011）。本报告尝试引入社会质量的分析概念，将社会质量视为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并深入探讨社会质量对人们生活满意度和信心度的影响。
本报告从两个角度分析人们的主观感受，一个是人们对生活现状的满意度指数，一个是人们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度指数，并从物质生活、社会情感生活、自我实现、社会质量四个领域予以考察（见图1.1）。
图1.1生活质量分析框架



1、物质生活
物质生活即主要指人们最原始、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如空气、水、吃饭、穿衣、住宅、医疗等等。若不满足，则有生命危险。这就是说，它是最强烈的不可避免的最底层需要，也是推动人们行动的强大动力，如果不为社会满足，将极大威胁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本报告以如下五个方面的主观感受作为测量物质生活质量高低的指标。
——个人收入
——家庭经济
——住房状况
——健康状况
——社会地位
2、社会情感
社会情感需求也可以视为归属与爱的需要，是指个人渴望得到家庭、团体、朋友、同事的关怀爱护理解，是对友情、信任、温暖、爱情的需要。我们主要以如下三个方面作为衡量社会情感需要满足状况的指标。
——家庭关系
    ——人际关系
    ——社会支持   
3、自我成就
从个体层次来看，自我成就的需要是人类最高等级的需要（马斯洛，1943）；从社会层次来看，自我成就正是社会创新和发展的动力基础，个体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才能实现社会创新和推动社会进步。自我成就在个体层次满足这种需要就要求完成与自己能力相称的工作，最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潜在能力，成为所期望的人物。这是一种创造的需要。自我实现意味着充分地、活跃地、忘我地、集中全力全神贯注地体验生活成就需要是指争取成功、追求优越感，希望做得最好的需要。我们主要以如下与自我实现相关的四个方面来衡量自我成就需求的满足状态。
——工作价值认同感
——工作成就感
——工作发展前景
——个人未来前途
4、社会质量
社会质量理论起源于欧洲，最近有学者引入进来作为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张海东，2010；2012），是人们能够参与社区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程度，人们通过这种参与提高福祉和个人潜能（Beck et al.，2001）。在对于生活质量的追求中，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不仅在于如何发展经济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更要考察的是如何进行社会的分配和再分配，使全体民众能够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社会质量的研究所关注的主要不在于人们（个人）的衣食住行以及教育、卫生、环境等方面的生活条件，更在于社会结构的协调、制度协同和社会群体的融合、社会公平状况、社会和谐状况、社会对每个人提供的社会经济保障状况、社会的道德生活和文化生活状况，以及社会参与和社会民主的状况。它主张通过增进社会团结和社会凝聚的力量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增进社会质量。
社会质量是人们对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好坏优劣状况的感受和评价。这一理论建构了一个考察社会质量的四维度分析框架：1）社会设施（或社会经济保障）；2）社会赋权（social empowerment）；3）社会包容；4）社会凝聚（social cohesion）。根据社会质量理论，我们建构起关于社会质量的指标体系（表1.2）。
    社会设施是指社会为人们所提供的生活基本保障的基本条件。当人们面临贫困、失业、疾病或其它物质资源剥夺时，它为人们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我们从经济发展、就业机会、物价水平、社会保障、医疗服务、基本教育、基础设施、治安状况、食品安全、环境质量十个方面进行综合测量。
社会包容指社会群体之间的排斥或融合程度，我们从贫富关系、干群关系、城乡关系、主雇关系、属地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七个维度群体进行综合测量。
    社会赋权指在参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过程中，个体所具有的能力和机会（Herrmann，2004）。我们从社区参与、政治参与、公平公正、权益保障等几个方面进行综合测量。
    社会凝聚是基于对价值观、规范和认同的共识的社会关系特征，主要测量指标包括信任、规范和价值观以及社会网络和认同（Berman and Phillips，2004）。我们从人际信任、政府信任和社会道德观念三个方面进行测量。
     具体指标如下：
表1.2社会质量指标体系
	
	社会经济保障
	经济发展
	满意程度

	
	
	就业机会
	

	
	
	物价水平
	

	
	
	社会保障
	

	
	
	医疗服务
	

	
	
	基本教育
	

	
	
	基础设施
	

	
	
	治安状况
	

	
	
	食品安全
	

	
	
	环境质量
	

	
	社会赋权
	政府与民意
	参与程度

	
	
	社区事务与参与
	

	
	
	社会问题关注与参与
	

	
	
	社会的公平公正状况
	

	
	
	权益保护
	

	
	社会包容
	贫富关系
	紧张程度

	
	
	主雇关系
	

	
	
	属地关系
	

	
	
	城乡关系
	

	
	
	干群关系
	

	
	
	民族关系
	

	
	
	宗教关系
	

	
	社会信任
	人际交往
	深浅程度

	
	
	政府部门
	

	
	
	道德规范
	


（三）指数及测量
生活质量指人们生活状况的优劣、生活水平的高低状况，是指人们的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尤其是人们对生活需求满足程度的主观感受。具体来说，我们选择了人们对生活现状的满意度和对未来生活状况的信心度两个指标。生活现状的满意度和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度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方法进行测量。
（1）满意度指数：个人层次的收入水平、住房状况、健康状况、工作状况、生活压力、家庭经济状况、家庭关系、人际关系、社会地位、发展机会和社会环境层次等十个方面进行进行综合评判。分为“很不满意”、“不满意”、“一般”、“较为满意”、“很满意”五个层级，通过累加各题项得分，得到满意度指数得分。
（2）信心度指数：个人层次的收入水平、住房状况、健康状况、工作状况、生活压力、家庭经济状况、家庭关系、人际关系、社会地位、发展机会的变化和有关社会环境层次变化进行综合评判，通过累加各题项得分，得到对未来生活信心度指数的得分。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量表的每个题项都是5分制，累加后的得分则会因题项的不同而有差异，每个题项赋分是1、2、3、4和5分，在累加后，再除以量表的题项数，这样就换算成了最后得分。
（四）操作化与问卷调查
在上述理论判断的基础上，我们在今年实施了“中国社会态度和社会发展问卷调查”。在这次问卷调查中，我们设计了专门的题器用于尔后制作量表和测量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水平。这次调查所拟推论的总体是中国城镇地区居住的16岁及以上的人口，具体操作定义为中国大陆直辖市、地级市、县级市中居住在社区（居委会）辖区中的16岁及以上人口。抽样方法采取四阶段（市辖区、县级市—居委会—家庭户—个人）复杂抽样设计，调查在2012年4月到5月间实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8070份。
具体抽样程序为：
 第一阶抽样：县级市、市辖区（PSU）的抽取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我国共有市辖区853个，县级市370个，因此，PSU抽样框中共包括有1223个单位。PSU（市辖区和县级市）抽样框来自于《中国人民共和国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2010年）》（公安部治安管理局编）。此抽样框中包括了我国853个市辖区、370个县级市的人口资料，共1223个PSU单元。我们据此按照PPS原则（与人口规模成比例）从中抽取出了60个市区作为PSU。
第二阶抽样：社区居委会（SSU）的抽取
抽中的PSU所辖的社区（居委会）构成了二级样本框。这些信息并没有现成的数据来源提供，由课题组独立取得。我们按简单随机原则，在每个抽中的县级市、市辖区的所有社区居委会中抽取9个社区居委会作为SSU，最后共抽取了540个社区居委会作为SSU。由于在执行过程，抽中的社区居委会中有21个由于门禁难以进入、正在拆迁、区划变动等多种原因难以进行调查，故而按照随机原则进行了替换。
 第三阶抽样：户（TSU）的抽取
抽中的社区（居委会）包含的家庭户、集体户以及各类集体居住点构成第三级样本框。第三级样本框中的信息由抽样员在当地采集。第三级样本框的建立分为如下两种情况：A. 如果居委会（社区）有现成的户籍资料（可以从居委会或者当地派出所获取），不论其保存形式为电子文档或纸质文档，抽样员都可以依据户籍资料建立“户样本框”；B. 如果居委会（社区）没有现成的户籍资料，抽样员需要会同有关知情人，依据已知的地理信息（如地图、地址簿等），依据地块现场制作“户样本框”。户样本框完成后，由抽样员按照等距抽样原则在每个社区（居委会）中抽取家庭户。户样本框完成后，由抽样员按照等距抽样原则在每个社区（居委会）中抽取家庭户。每个社区（居委会）设计调查15户，但实际抽取的家庭户数则根据各地的经验应答率进行相应扩充。
第四阶抽样：回答人（USU）的抽取
抽中的家庭户中包含的所有16岁以上家庭成员构成第四级样本框。户内抽人的工作由调查员在调查现场借助Kish随机表完成。其中家庭成员的认定以被访者的主观认定为主要标准。
本次调查执行过程中通过培训、试访、现场录音、现场复核等方式进行了较为严格的实地质量控制。在调查完成之后，又通过电话复核、录音复核等多种手段对于调查质量进行了核查。数据录入采用双录比对方式进行。课题组对于数据进行了细致的清理工作，对于主要变量进行逻辑校验，删除变量缺失数超过50个的问卷和关键变量缺失的问卷。为了更准确地估计总体特征，课题组还对于数据进行加权：首先根据抽样信息加入抽样权重，其次在此基础上根据2000年“六普”公报进行了目标总体校正。
二、2012年城市居民生活现状的客观背景
人们的客观生活背景指那些可确定的生活状况，包括物质生活、工作条件、健康状况和社会关系等。社会学研究中常以财富、权力、声望最为区分社会群体资源拥有程度的基本指标，同时也作为社会分层的主要维度。在这个部分我们分析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和职业声望在区域类型、户籍类型、居住类型、教育水平、单位类型、所有制差异、管理层级、主观社会地位等的分布状况，分析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声望三者之间的相互关联。
（一）收入水平
中国社会态度与社会发展状况调查（以后简称调查）询问了受访者个人的月收入，包括受访者的生产性、经营性、工资性、转移性等各种收入。虽然调查数据来源于受访者的月收入，但是我们的分析着眼于受访者收入水平的结构性差异而不是收入的绝对数值。统计结果显示（见表2.1），在不同区域
、不同户籍类型、居住类型、教育水平、单位类型、所有制差异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
表2.1收入水平在各项特征上的差异性
	
	差异显著性

	性别
	男性
	F=12.668，df=1
Sig.=.000

	
	女性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F=75.207，df=3

Sig.=.000



	
	初中
	

	
	高中及中专
	

	
	大专及以上
	

	宗教信仰
	信教
	F=8.287，df=1

Sig.=.004

	
	不信教
	

	区域
	东部
	F=46.659，df=3

Sig.=.000



	
	中部
	

	
	西部
	

	
	东北
	

	户口类型
	农业
	F=9.785，df=1

Sig.=.002

	
	非农业
	

	属地类型
	本地
	F=24.868，df=1

Sig.=.000

	
	外地
	

	单位类型
	党政机关
	F=5.379，df=4

Sig.=.000



	
	事业单位
	

	
	企业
	

	
	社会团体
	

	
	没有单位
	

	单位属性
	国有或集体
	F=3.042，df=2
Sig.=.000

	
	私有或民营
	

	
	外资
	

	社区类型
	主城区
	F=24.993，df=1

Sig.=.000

	
	非主城区
	

	较他人的社会地位
	较低
	F=11.445，df=2
Sig.=.000



	
	一般
	

	
	较高
	


收入水平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的月均收入水平显著高于女性的月均收入水平。教育程度显著的影响收入水平，受访者教育程度越高其收入水平越多。收入水平的区域性差异依然显著，中西部地区人均收入水平远远落后于东部和东北地区。城市化水平显著影响收入水平，主城区的月均收入显著高于非主城区。外地人受访者的月均收入显著高于本地人受访者的月均收入。
单位类型对受访者的收入水平有着显著影响。党政机关受访者的月均收入显著低于其它类型受访者，从高到低依次为事业单位受访者、企业受访者和社会团体。单位性质对受访者的收入水平有显著影响。外资企业收入水平显著高于国有或集体企业，而国有或集体企业收入水平显著高于民营企业。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受访者收入水平越高，人们的社会地位越高。
（二）受教育程度
我们将受访者受教育程度划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及以上”四个等级。统计结果显示（见表2.2），受教育程度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的受教育程度显著高于比女性受教育程度（F=36.297；Sig=.000）。受访者的政治面貌与教育水平的关系显著，党员的受教育程度显著的高于非党员的受教育程度（F=36.297；Sig=.000）。受访者的宗教信仰与教育程度的关系显著（F=110.482；Sig=.000），不信教者的受教育程度显著高于信教者的受教育程度。受访者的民族与受教育程度的关系显著，少数民族的教育程度显著低于汉族的教育程度。属地类型和教育程度没有显著关系（F=5.822；Sig=.016），即本地人和外地人的教育程度不存在显著差异（F=46.590；Sig=.000）。
表2.2 受教育程度在各项特征值上的分布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或中专
	大专及以上

	性别
	男
	1216
	1757
	758
	350

	
	女
	1385
	1623
	639
	253

	政治面貌
	党团员
	196
	350
	273
	299

	
	群众
	2400
	3027
	1119
	301

	宗教信仰
	信教
	394
	221
	71
	41

	
	不信教
	2189
	3118
	1323
	557

	民族
	汉族
	2302
	3162
	1295
	553

	
	少数民族
	266
	203
	100
	50

	户口类型
	农业
	1199
	1330
	377
	162

	
	非农业
	1400
	2039
	1019
	440

	属地类型
	本地
	2099
	2809
	1160
	464

	
	外地
	484
	560
	232
	133

	城乡类型
	主城区
	2002
	2680
	1209
	528

	
	非主城区
	600
	700
	189
	75

	单位属性
	国有或集体
	83
	247
	236
	164

	
	私有或民营
	343
	646
	314
	166

	
	外资
	12
	52
	38
	48

	较他人的社会地位
	较低
	1478
	1561
	535
	192

	
	一般
	977
	1707
	771
	347

	
	较高
	136
	105
	91
	62


户籍制度差异仍对受教育程度存在非常显著的影响，受访者中非农业户籍人口的教育程度显著比高于农村户籍人口的教育程度。受访者的居住类型和受教育程度的关系显著，主城区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显著高于非主城区受访者的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和较他人的社会地位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社会地位越高。
（三）职业声望
职业声望是一项综合性的指标，是在综合考虑了各种职业的权力、地位、收入水平等因素的基础上对各种职业赋予一定的声望得分，所有职业都被赋值为0-100取值区间的数值，数值越大，表示职业声望越高。

统计结果显示，职业声望在性别、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政治面貌、宗教信仰、等人口统计特征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见表2.3），职业声望在户口类型、属地类型、单位属性、管理层级和较他人的社会地位等社会制度性特征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见表2.4）。
男性的职业声望显著高于女性职业声望，受访者中男性职业声望均值为46.22分，女性职业声望为43.81分。受访者的政治面貌与职业声望的关系显著，党员的职业声望显著的高于非党员的职业声望。受访者的宗教信仰与职业声望的关系显著，不信教者的职业声望显著的高于信教者的职业声望。户籍制度差异仍对职业声望存在非常显著的影响，受访者中非农业户籍人口的职业声望显著比高于农村户籍人口的职业声望。
表2.3职业声望在各项特征值上的分布
	
	均值
	样本数
	差异显著性

	性别
	男
	46.22
	2589
	F=51.243，df=1
Sig.=.000

	
	女
	43.81
	1473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43.56
	949
	F=71.659，df=3
Sig.=.000

	
	初中
	44.66
	1806
	

	
	高中或中专
	45.32
	834
	

	
	大专及以上
	51.80
	430
	

	收入水平
	1000元以下
	42.97
	823
	F=29.173，df=3
Sig.=.000

	
	1000-1999元
	45.16
	1545
	

	
	2000-2999元
	46.48
	542
	

	
	3000-4999元
	48.44
	235
	

	
	5000元及以上
	51.65
	109
	

	政治面貌
	党团员
	47.89
	593
	F=41.312，df=1
Sig.=.000

	
	群众
	44.94
	3447
	

	宗教信仰
	信教
	43.90
	351
	F=7.789，df=1
Sig.=.005

	
	不信教
	45.51
	3673
	


职业声望仍存在明显的体制性差异。受访者的职业声望和单位类型存在显著关系，事业单位的职业声望均值高于党政机关的职业声望均值，党政机关的职业声望显著高于企业和社会团体均值。受访者的职业声望与单位属性间关系显著，外资企业的职业声望最高，其次为国有或集体企业的职业声望，最低者为私营企业的职业声望。
职业声望存在显著的权力等级差异，领导者的职业声望远远高于中层干部，中层干部的职业声望远远高于一般工作人员。受访者的职业声望与较他人的社会地位间关系显著，受访者的职业声望越高，其主观社会地位越高。主观社会地位和职业声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113，并在99%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表2.4职业声望在各项特征值上的分布
	户口类型
	农业
	44.33
	1855
	F=36.063，df=1
Sig.=.000

	
	城市
	46.29
	2185
	

	属地类型
	本地
	45.50
	3085
	F=2.972，df=1
Sig.=.085

	
	外地
	44.84
	947
	

	单位类型
	党政机关
	48.55
	111
	F=28.993，df=4
Sig.=.000

	
	事业单位
	50.34
	348
	

	
	企业
	44.93
	227
	

	
	社会团体
	44.21
	1727
	

	
	没有单位
	45.36
	1598
	


	单位属性
	国有或集体
	47.68
	745
	F=41.659，df=2
Sig.=.000

	
	私有或民营
	43.92
	1475
	

	
	外资
	48.73
	150
	

	管理层级
	领导
	58.55
	19
	F=26.902，df=2
Sig.=.000

	
	中层管理人员
	50.34
	348
	

	
	普通职工
	44.93
	227
	

	较他人的社会地位
	较高
	50.53
	209
	F=34.763，df=2
Sig.=.000

	
	一般
	45.65
	2003
	

	
	较低
	44.44
	1843
	


（四）社会结构化与地位一致性
我们询问受访者对自己在社会上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感受，分为“较高”、“差不多”、“较低”三个层次。统计结果显示（见表2.5），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和职业声望客观指标之间有着显著性的相关关系，受访者月收入水平越高，其职业声望越高；受访者的教育程度越高，其职业声望越高。三者的正向关系越强，说明社会结构越是稳定和固化，而社会流动和社会变迁的活力就越是不足。
统计结果还显示，主观经济地位和主观社会地位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主观地位指标和各客观指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我们认为，社会结构化不仅表现在客观资源分配方面，并且得到了人们的主观认同。主观地位和客观地位间具有较强的一致性，这更加固化了社会结构化和社会阶层化。
表2.5主客观社会地位状况
	
	收入水平
	受教育程度
	职业声望
	主观社会地位
	主观经济地位

	收入水平
	
	.263**
	.157**
	.213**
	.262**

	受教育程度
	.263**
	
	.191**
	.154**
	.127**

	职业声望
	.157**
	.191**
	
	.113**
	.148**

	主观社会地位
	.213**
	.154**
	.113**
	
	.694**

	主观经济地位
	.262**
	.127**
	.148**
	.694**
	


**表示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三、2012年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总体状况分析
2012年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分值3.18分，城市居民对生活现状基本满意。2012年城市居民的总体信心度分值为3.27分，城市居民对未来生活有较有信心。
（一）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评价

调查分析的结果显示（见图3.1），目前，我们城市居民生活基本满意（分值为3.18），在生活质量的4个子量表上，人们对社会情感生活最为满意（满意度均值为3.59，分值越高表示满意度越高），其次人们为社会质量较为意度（满意度 均值为3.4，分值越高表示满意度越高），再次是物质生活满意度（满意度均值为3.08，分值越高表示满意度越高），最后人们对自我成就最不满意（满意度均值为3.02，分值越高表示满意度越高）。
图3.1 2012年城市居民各生活领域满意度及其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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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信心度评价

生活信心指数是反映被访者对个人未来生活改善和发展信心强弱的指标。个人信心指数由物质生活、社会情感生活、自我成就和社会环境四个方面的相关指标组成。我们询问被访者在未来三年，上述的这些方面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每个问题包含三项答案：变好、变差和没有变化，变好表示对对未来生活信心充足、变差表示对未来生活信心不足。未来变化的回答是基于现状满意度。满意度分为1“很满意”、2“满意”、3“一般”、4“不满意”和5“很不满意”五个等级，1、2均视为被访者对生活现状满意，而4、5均视为被访者对现状不满意。最后用“满意状况”减去“信心状况“，这样得到关于信心度的五级量表。
调查分析的结果显示（见图3.2），目前，我们城市居民生活信心指数为3.27，城市居民对未来生活发展变化较有信心。在生活质量的4个子量表上，社会情感生活变化的信心度得分最低（均值为2.93，分值越高表示信心越高），其次为物质生活变化的信心度（均值为3.32，分值越高表示信心越高），再次为自我成就变化的信心度（均值为3.33，分值越高表示信心度越高），得分最高的是社会质量变化的信心度（ 均值为3.35，分值越高表示信心越强）。
图3.2  2012年城市居民对未来三年生活质量变好的信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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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状满意度与未来信心度比较分析
2012年城市居民对生活现状基本满意，对未来生活状况较有信心。个人和社会发展在主观感受上存在显著差距。对个人的生活现状基本满意，但对未来生活状况缺乏信心。人们对社会环境现状比较满意，但对社会环境未来发展变化较有信心。
1、生活质量的社会群体性差异
在对受访者的自然与社会特征的初步分析中（参见表3.1），我们发现，男女两性的生活质量存在显著差异，女性比男性对生活状况更为满意，女性对生活满意度的分值为3.20分,男性对生活满意度的分值为3.17分；男性比女性对未来生活状况更有信心，男性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度分值为3.30分，女性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度分值为3.23分。不同婚姻状况的受访者在生活满意度具有较大的差异，在婚受访者的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未婚或离婚（包括丧偶）受访者，在婚受访者的生活满意度为3.19分，未婚受访者的生活满意度为3.13分，离婚受访者的生活满意度为3.12分。
受访者的年龄与生活满意度指数间有着显著的相关性，老年人（60岁及以上）对生活现状最满意，生活满意度分值为3.29分，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组。劳动力人口
对生活满意度不存在显著的内部差异。
表3.1   生活满意度在各项社会属性特征值上的分布
	
	满意度均值
	差异显著性
	信心度均值
	差异显著性

	性别
	男
	3.17
	F=4.199，df=1
Sig.=.041
	3.30
	F=14.269，df=1
Sig.=.000

	
	女
	3.20
	
	3.24
	

	年龄
	16-20岁
	3.16
	F=17.876，df=1
Sig.=.000
	3.39
	F=10.350，
df=5
Sig.=.000

	
	20-29岁
	3.15
	
	3.33
	

	
	30-39岁
	3.16
	
	3.30
	

	
	40-49岁
	3.17
	
	3.27
	

	
	50-59岁
	3.17
	
	3.25
	

	
	60岁及以上
	3.29
	
	3.16
	

	婚姻状况
	未婚
	3.13
	F=12.299，
df=2
Sig.=.000
	3.39
	F=22.987，
df=2
Sig.=.000

	
	在婚
	3.19
	
	3.25
	

	
	离婚或丧偶
	3.12
	
	3.41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3.20
	F=1.061，df=3
Sig.=.364
	3.29
	F=5.745，df=3
Sig.=.001

	
	初中
	3.18
	
	3.28
	

	
	高中或中专
	3.17
	
	3.21
	

	
	大专及以上
	3.17
	
	3.27
	

	收入分组
	低收入
	3.19
	F=11.423，df=2
Sig.=.000
	3.38
	F=48.136，df=2
Sig.=.000

	
	中收入
	3.24
	
	3.12
	

	
	高收入
	3.16
	
	3.11
	

	工作状态
	有固定工作
	3.17
	F=13.250
df=2
Sig.=.000
	3.27
	F=57.569
 df=2
Sig.=.000

	
	下岗或失业
	3.15
	
	3.39
	

	
	离退休
	3.22
	
	3.15
	

	区域
	东部地区
	3.18
	F=9.588
df=3
Sig.=.000
	3.28
	F=61.324
 df=3
Sig.=.000

	
	中部地区
	3.18
	
	3.28
	

	
	西部地区
	3.16
	
	3.08
	

	
	东北地区
	3.22
	
	3.41
	

	政治面貌
	党员
	3.24
	F=24.045，
df=1
Sig.=.000
	3.27
	F=019，df=1
Sig.=.889

	
	群众
	3.17
	
	3.27
	

	民族
	汉族
	3.18
	F=.706，df=1
Sig.=.142
	3.26
	F=37.336，df=1
Sig.=.000

	
	少数民族
	3.18
	
	3.43
	

	宗教信仰
	信教
	3.15
	F=8.062，df=1
Sig.=.005
	3.48
	F=96.159，df=1
Sig.=.000

	
	不信教
	3.19
	
	3.25
	


教育程度高低和生活满意度不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与对未来生活的信心程度有显著相关关系。小学及以下受访者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度显著高于其它群体。收入水平和生活满意度存在正相关关系，中等收入者对生活现状最满意，而低收入受访者对未来生活最有信心。受访者的工作状态显著影响其生活质量水平，有固定工作者的生活满意度最高，而下岗或失业受访者的生活满意度最差，但是其对未来生活改善仍有较好的信心。
生活质量满意度存在显著的区域性差异，东北地区的受访者的生活满意度和信心度显著高于其它地区，其次为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最后为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受访者生活满意度最低，其满意度分值为3.13分，并且西部地区受访者对未来生活改善的信心度也是最低，其信心度分值为3.08分。
党员的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非党员的生活满意度，党员受访者的生活满意度分值为3.24分，非党员受访者的生活满意度分值为3.17分，但两者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度不存在显著区别，信心度分值均为3.27分。少数民族和汉族对生活现状的满意度不存在显著区别，均为3.18分，而少数民族受访者对未来生活状况更有信心，少数民族受访者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度分值为3.43分，汉族受访者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度为3.26分。
不信教群体对生活的满意度满意度（满意度分值为3.18分）显著高于信教群体的生活满意度（满意度分值为3.14分），值得注意的是，信教者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度（3.48分）大大高于不信教者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度（3.25分）。由此看来，宗教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对提高受访者对未来生活信心程度有着非常显著的作用。
2、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制度性差异
受访者的单位类型对受访者对生活现状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度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统计结果显示，党政机关受访者对未来生活的信心程度最低，信心度分值为3.12分；其次为企业受访者对未来的信心度分值为3.17分，甚至显著低于无工作单位的受访者3.25分。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受访者对生活现状最满意，对未来生活的信心程度较高。受访者的单位属性对受访者对生活现状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对受访者对未来生活状况的信心度有着显著影响。统计结果显示，国有或者集体企业的受访者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度分值为3.23分，显著低于其它受访者，依次为外资企业受访者为未来信心度为3.28分，最次为民营企业受访者对未来的信心度为3.32分。    
生活质量存在显著的属地差异和城乡分割。区分受访对象的户籍属地（本市县、外市县）后发现，在对生活现状的满意度方面两个群体之间存在差异，户口在本市县的居民的满意度评分（3.18分）显著高于户口在外市县的居民（3.14分）；在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度方面，两个群体不存在显著区别（信心度分值分别为3.27分、3.29分）。主城区和非主城区在对生活现状的满意度和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度两个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主城区受访者的生活满意度分值（3.19分）高于显著高于非主城区受访者（3.17分），主城区受访者的信心度分值（3.3分）亦显著高于非主城区受访者（3.13分）。农业户籍人口和非农业户籍人口在对生活现状的满意度和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度两个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非农业户籍受访者生活满意度和信心度（3.15分,3.20分）显著高于非农业户籍受访者的满意度和信心度（3.31分,3.25分）。
表3.2 满意度和信心度在各项特征上的均值分布
	
	满意度均值
	差异显著性
	信心度均值
	差异显著性

	单位类型
	党政机关
	3.15
	F=.751，df=4
Sig.=.557
	3.12
	F=13.024，df=4
Sig.=.000

	
	事业单位
	3.14
	
	3.30
	

	
	企业
	3.19
	
	3.17
	

	
	社会团体
	3.16
	
	3.33
	

	
	没有单位
	3.17
	
	3.25
	

	单位属性    
	国有或集体
	3.16
	F=1.553，df=2
Sig.=.212
	3.23
	F=7.317，df=2
Sig.=.001

	
	私有或民营
	3.16
	
	3.32
	

	
	外资
	3.09
	
	3.28
	

	社会地位
	较低
	3.11
	F=103.524，df=2
Sig.=.000
	3.39
	F=105.579，df=2
Sig.=.21

	
	较高
	3.22
	
	3.20
	

	
	差不多
	3.33
	
	3.08
	

	户口类型
	农业
	3.15
	F=19.888，df=1
Sig.=.000
	3.31
	F=13.024，df=1
.=.000

	
	非农业
	3.20
	
	3.25
	

	属地类型
	本地
	3.19
	F=16.654，df=1
Sig.=.000
	3.27
	F=1.139，df=1
Sig.=.251

	
	外地
	3.15
	
	3.29
	

	社区类型
	主城区
	3.19
	F=5.090, df=1
Sig.=.024
	3.30
	F=87.876，df=1
Sig.=.000

	
	非主城区
	3.17
	
	3.13
	


3、社会结构化与生活质量满意度
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和职业声望客观指标之间有着显著性的相关关系，客观社会地位和主观社会地位指标之间有着显著性的相关关系，这些指标表明社会阶层化和结构化的趋势明显。统计结果还显示，收入水平越高，生活质量的满意度越高；主观经济地位越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越高；主观社会地位越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越高。这些指标显示社会结构化和人们对生活质量的满意度状况相一致，社会结构越是固化或活力不足，越是有必要培养中产阶级作为社会的稳定基础。
表3.3  社会地位与生活满意度相关关系
	
	收入水平
	受教育程度
	职业声望
	主观社会地位
	主观经济地位
	生活质量
满意度

	收入水平
	
	.263**
	.157**
	.213**
	.262**
	.038**

	受教育程度
	.263**
	
	.191**
	.154**
	.127**
	.028*

	职业声望
	.157**
	.191**
	
	.113**
	.148**
	.013

	主观社会地位
	.213**
	.154**
	.113**
	
	.694**
	.202**

	主观经济地位
	.262**
	.127**
	.148**
	.694**
	
	.147**


	生活质量
满意度
	.038**
	.028*
	.013
	.202**
	.147**
	


四、个人生活状况及其领域差异分析
这里个人生活状况指微观层次上个人各类生活需求的满足状况及未来预期，包括物质生活、社会情感和自我成就三个大领域（参见图4.1）。统计结果显示，个人生活满意度的均值为3.24分，受访者对个人生活状况基本满意。其中，人们对社会情感的满意度最高，满意度分值为3.59分；其次为人们对物质生活满意度，满意度分值为3.08分；最后为人们对自我成就的满意度，其满意分值为3.03分。调查还显示（参见图4.2），生活压力已经现代城市生活的，极大影响城市居民生活质量， 79%的受访者有生活压力，37%的受访者有较大的生活压力。
图4.1    个人生活各领域的满意度[image: image3.png]AAEERE  WRERE  HEEER BRRR




图4.2  生活压力状况均值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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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物质生活
受访者的主观态度划分为 “很不满意”、“不满意”、“一般|”、“较满意”、“非常满意”五个等级。在五级量表赋值方法下，我们从个人收入、家庭经济、住房状况、健康状况和社会地位五方面对物质生活的满意程度进行综合衡量。统计结果显示（见图4.2），2012年中国城市居民生活物质生活满意程度分值为3.08分。其中人们对个人“经济收入”的满意程度最差，分值为2.8分，其次为对“社会地位”满意程度，满意度分值为2.94分，再次为受访者对家庭经济满意度分值为3.01分，再次受访者对住房状况满意度分值为3.06分，最后受访者对自己的健康状况的满意度分值为3.62分。
图4.2物质生活各个维度满意度均值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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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经济收入
统计结果显示，个人实际月收入水平和收入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R=.156,；Sig=.000）。性别对收入满意度不存在显著影响，男性对收入的满意度分值为2.79，女性对收入满意度分值为2.80。受访者的教育水平越高，其对个人收入的满意度越高。
受访者的单位类型对受访者收入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其中事业单位受访者对收入状况的满意度最低，满意度分值为2.73分，其次为党政机关受访者，最高为企业受访者（2.96分）。国有或集体企业受访者对个人收入满意度显著低于民营或外资企业。在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中，外企受访者的个人微观生活满意度分值为2.84分，这显著低于国有企业受访者的生活满意度分值（2.78分）和集体企业受访者的满意度分值（2.79分）。
收入满意度存在显著的区域性差异，但是人们的实际收入水平和人们收入满意度却呈负相关关系。在个人收入水平最高的东部地区，其居民收入满意度（2.73分）却显著低于西部地区（2.93分）。个人收入水平最低的西部区，受访者的满意度（2.93分）却显著高于东北地区为（2.83分）和中部地区为（2.76分）。外地人收入水平显著高于本地人，外地人经济收入满意度（2.82分)显著高于本地人的收入满意度（2.79分）。虽然主城区收入水平显著高于非主城区，但是主城区受访者的收入满意度（2.78分）显著低于非主城区（2.86分）。
1.2住房状况
当下居民收入水平与房价严重失衡正成为严重的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统计结果显示，受访者中11%的受访者没有住房，80.3%的受访者拥有1套住房，8.6%的受访者的家庭拥有1套以上的住房。统计结果显示（见图4.3），25.1%的受访者对住房状况不满意，42.3%的受访者表示“一般”，32.7%的受访者对住房状况感觉“满意”。   
住房状况满意度存在显著的区域性差异。其中，东北地区受访者的住房满意度最高，满意度分值为3.25分；西部地区受访者的住房满意度分值为3.09分；最差的为东部和中部地区受访者，其住房满意度分值为2.99分。分主城区受访者住房满意度显著高于主城区受访者，非主城区的住房满意度3.12分，主城区受访者的住房满意度分值为3.03分。户籍制度为城市居民的住房状况有着显著影响（F=48.216；Sig=.000），城市居民中非农业户籍群体中28.5%的受访者对住房状况表示不满意度，农业户籍人口住房满意度为28.5%。本地人比外地人对住房状况更为满意（F=79.504，Sig=.000），本地人群体中23.2%的受访者对住房状况表示满意度，外地人群体中35.5%的受访者对住房状况表示不满意。年龄组20-30岁年龄组的住房满意度显著低于其它年龄组，其中20-30年龄组中29.5%的受访者的对住房状况表示不满意。
图4.3  城市居民住房状况满意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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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满意度状况存在一定的群体性差异。从年龄结构看，6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住房满意度最好（3.37分），其次为20岁以下的年轻人（3.03分）。20-30岁年龄组受访者对住房状况普遍不满意，60%的青年人表示对住房状况不满意。青年人对现在住房状况最不满意。30-59岁年龄组的住房满意度水平非常接近为（3.00分）。从收入结构看，低收入群体（3.05分）的住房满意度显著低于其它群体，中高收入群体的住房满意度为3.15分。
城市居民住房状况满意度存在显著制度性差异，单位类型显著影响受访者的住房满意度（F=2.997，Sig=.002），单位性质对受访者的住房满意度也存在显著影响（F=2.500;Sig=.086)。党政机关受访者的住房满意度最高，党政机关群体中44.2%的受访者对住房状况表示满意，事业单位群体中26.0%的受访者对住房状况表示满意，社会团体中18.6%的受访者对住房状况表示满意，企业群体中28.1%的受访者对住房状况表示满意。国有企业群体中34.6%的受访者对住房状况表示满意，集体企业群体中25.5%的受访者对住房状况表示满意，民营和外资群体中28.6%的受访者对住房状况表示满意。
    统计结果还显示，6.6%的受访者有清晰的打算，19.7%的受访者有模糊的打算，59.6%的人没有购房打算，16.3%的受访者“不敢想”。面对房价高涨、年青人“住房难”等，国家一方面坚定地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努力使房价回归；另一方面，全面启动大规模的建设保障性住房，加大廉租房和公租房建设。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们对住房状况改善的信心，统计结果显示，37.8%的受访者表示有信心，40.87%的受访者表示一般，21.4%的受访者表示没有信心。
图4.5 住房状况信心度和满意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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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健康状况
主观的健康状况对于健康状况的自我感觉或知觉状况，总体看来，受访者对自己的健康状况较为满意。在物质生活的几个类别中，受访者的健康满意度最高，分值为3.62分（见图4.6）。43%的受访者表示满意，16.5%的受访者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很满意，28.1%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一般，仅有12%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很不满意。
图4.6 健康状况满意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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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受访者健康满意度分值为3.56分，中部地区受访者健康满意度分值为3.58分，西部受访者健康满意度分值为3.71分和东北地区受访者满意度分值为3.73分。高收入群体的健康满意度最差，满意度分值为3.56分；中等收入群体的自评健康状况最好，满意度分值为3.65分；低收入者的自评健康状况为3.61分。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受访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其自评健康状态越好。婚姻状况与否极大影响健康满意度，其中已婚受访者的健康满意度分值为3.62分，离婚或者丧偶受访者的健康满意度分值为3.21分，未婚受访者的健康满意度分值为3.71分。
虽然外资企业的收入水平显著高于其他企业，但是外企受访者的健康满意度却显著低于国有或集体企业和和民营企业的受访者（F=2.997；Sig=.018）。分工作单位类型来看，党政机关受访者的健康满意度最高为3.78分， 其次为社会团体的受访者，最后为企事业单位受访者。管理层级对健康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领导者、中层管理和普通员工对健康满意度较为接近。
2、社会情感
在五级量表赋值方法下，我们从家庭关系、人际关系、社会支持三个方面对物质生活的满意程度进行综合衡量。2012年中国城市居民社会情感生活满意程度分值为3.59分，显著高于对生活现状的总体满意度（3.17分）。其中对个人“家庭关系”的满意程度最高为3.99分，其次是对“人际关系”满意程度为3.69分，对“困难时候总能够得到帮助”满意程度为3.09分。总体而言，城市居民对自己家庭关系和人际关系非常满意，但仍存在显著的群体性差异。
图4.7社会情感生活各维度满意度均值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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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结果显示，60岁以上老年人群组对社会情感需求的满意度分值为3.73分，这表明其社会情感需求得到了较好的满足；其次为20岁以下的年轻人，其社会情感满意度分值为3.71；20-59岁四个年龄组劳动力人口的社会情感需求满意度均值为3.56分。
社会情感需求状况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一方面反映了地方社会文化传统的不同，另一方面受到地方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统计结果显示，东北地区受访者对社会情感状况最为满意，其满意度分值为3.82分；中部地区受访者对社会情感的满意度位居其次，社会情感满意度分值为3.63分；西部地区受访者的社会情感需求满足感与中部地区受访者较为相似，社会情感满意度分值为3.60分；而经济最发达的东部地区社会情感需求的满足感最低，其满意度分值为3.50分。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人口流入城市工作生活，外地人失去或淡化了原来的情感纽带和社会网络。统计结果显示（见图4.8），外地人和本地人的家庭关系满意度没有显著区别，其家庭关系满意度均值均为3.98分。然而外地人对人际关系满意度却显著低于本地人对人际关系的满意度（F=12.473；Sig=.000)，外地人对社会支持的满意度也显著低于本地人对社会支持的满意度（F=81.836；Sig=.000)。这说明，外地人脱离原来社会生活圈，城市管理过程中有必要关注如何更好的为流入城市的外地人提供更好的社会支持和帮助。
图4.8  社会情感需求满足状况的属地差异
[image: image10.png]KEXRFR

ABRRF

[

S VN
BEL::VN





网络参与成为人们社会交往和获得社会情感支持的重要方式。统计结果显示，网络参与程度对社会情感总体满足程度没有显著影响（F=.890；Sig=.411）。网络成为人们社会交往的重要方式，它显著的提高受访者对人际关系的满意度（F=5.119；Sig006）。经常参上网的受访对人际关系的满意度分值为3.86分，其人际关系的主观感受显著高于偶尔上网者（满意度分值为3.70分）和从不参与网络活动的受访者（满意度分值为3.69分）。
    统计结果显示，信教者和不信教者的社会情感需求满足度有显著区别（F=8.002；Sig=.005），不信教者的社会情感满意度（满意度分值为3.60分）显著高于信教者（满意度分值为3.52分）。在家庭关系方面，不信教受访者对家庭关系的满意度（满意度分值为3.99分）显著高于信教者对家庭关系的满意度（满意度分值为3.86分）。在人际关系方面，不信教受访者的满意度（满意度分值为3.71分）也显著好于信教者（满意度分值为3.61分）。而在社会支持的满意度方面，信教受访者和不信教受访者的满意度不存在显著区别（满意度分值均为3.10分）。
3、自我成就需求
在五级量表赋值方法下，我们用四个题器设计工作价值感、工作成就感、个人发展机会、成就感和个人前途四个方面进行综合衡量。“我觉得前途渺茫，对未来没有什么信心”、“我的工资和报酬与我的付出和能力相适应”、“我的工作让我有成就感”、“我的工作有良好的发展前景”。2012年中国城市居民自我成就满意度分值为3.03分，显著低于对生活现状的总体满意度（满意度分值为3.17分）。自我成就类别中对个人“工作价值感”的满意程度最低，满意度分值为2.87分；其次为对“工作成就感”满意程度，其满意度均值为3.01分；再次为“工作前景”满意度，满意度分值为3.08分；受访者为对“个人前途”最满意，满意度分值为3.14分。总之，受访者对自我成就的现状不满意，而对自我成就的未来状况较有信心。
图4.9自我成就各方面的满意度均值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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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自我成就成为个体生活至为重要的内容，只有将职业的价值提升到与个体对生命价值的追求相一致的高度，才能最大程度地激发起个体对职业的认同感、归属感，有可能最大程度地使个体投身于工作，并使之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政府和企业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党政机关和企业受访者自我成就满意度显然对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的运作有显著影响。党政机构受访者对目前工作满意度较低，但对未来个人前途的信心较大。从单位类型来看，党政机关的受访者的自我成就感最低，其满意度分值为2.89分；其次为事业单位受访者，其自我成就满意度分值为3.01分；再次为社会团体受访者，其自我成就满意度为3.11分；企业受访者自我成就满意度最高，满意度分值为3.03分。党政机关自我成就满意度，51.8%的受访者认为目前工作的价值感低，50.9%的受访者认为工作的成就感低，35.9%的受访者对目前工作的前途表示不满意，但是40.7%的受访者对个人前途表示满意。企业受访者的对目前工作满意度较高，但为未来发展的信心不足。42%的受访者认为工作价值感低, 37.7%的受访者认为目前工作的成就感低， 35.2%的受访者对目前工作的前途表示不满意，但是43.4%的受访者对个人前途表示满意。上述情况说明，目前的工作岗位不能满足受访者自我成就的需求，不利于人们创造力的发挥，也不利于社会的创新和发展。
五、社会质量及其影响分析
这个部分我们主要讨论人们如何评价其所生活的社会。有些研究已经关注了社会质量及其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并将其引入对中国社会的研究。本部分在全国性调查基础上，具体从社会设施、社会赋权、社会包容和社会信任四个维度对中国社会质量进行测量。表格5.1是对社会质量四个维度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根据城市居民的主观感受由低到高顺序，四个维度中，社会凝聚力状况最差，满意度分值为2.71分，其次为社会设施状况的满意度，其满意度分值为2.97分；再次为社会包容度，包容程度分值为3.14分，最后为社会赋权状况，其满意度分值为3.29分。
表5.1社会质量主要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社会质量
	社会设施
	社会赋权
	社会包容
	社会凝聚

	均值
	3.04
	2.97
	3.29
	3.14
	2.71

	样本量
	5512
	7037
	7777
	8033
	6217

	标准差
	.24
	.34
	.53
	.62
	.56


图5.2社会质量满意度均值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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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设施
社会设施为人们提供基本的经济和生活保障。采用五级李克特量表计算方法，根据受访者在经济发展、就业机会、物价水平、社会保障、医疗服务、基本教育、基础设施、治安状况、食品安全、环境质量十个方面的满意状况评价结果计算社会设施状况满意度。根据统计结果，社会设施满意度为2.97分，显著低于社会质量的总体满意度，其满意度分值为3.04分（见图5.2） 。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党中央国务院坚定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线，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国家财政大规模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和就业重要引擎。
但社会设施水平满意度存在显著的区域性差异，西部地区的受访者对社会设施状况最不满意，其满意度分值为2.69分；其次为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受访者对社会设施的满意度相似，其满意度分值分别为2.71分，东部地区受访者对社会设施状况最为满意，其满意度分值为中部地区（2.71分）和东北地区（2.74分）。
在各项设施中，人们对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发展状况最为满意，满意度分值分别为3.43分和3.38分。
在十大社会设施中，人们对物价水平的最不满意，其满意度分值为2.16分；其次人们对食品安全也较为不满意，其满意度分值为2.38分。物价水平和食品安全问题不仅成为人们对社会实施最不满意的生活领域，并且受访者对其改善的信心明显不足，31%的受访者认为物价水平会变差，20%的受访者认为食品安全状况会变差。
图5.2  社会设施满意度均值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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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设施的重要功能是提供经济社会保障，国家正致力于建设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自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逐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网络迅速扩大，全民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形成。为此，我们特别对医疗状况和社会保障状况进行比较分析（见图5.3）。
调查结果显示，人们对社会保障状况基本满意，其满意度分值为3.12分。其中，23.1%的受访者对社会保障状况不满意，41.7%的受访者对社会保障状况表示“一般”；35.2%的受访者对社会状况不满意。西部地区对社会保障的满意度方面显著高于其它地区（F=22.636；Sig=.000)。农业户籍和非农业户籍人口对社会保障农村户籍受访者对社会保障的满意度显著低于非农业户籍人口（F=150.295；Sig=.000）。外地人对社会保障满意度显著低于本地人（F=22.385；Sig=.000）。国有或集体企业受访者对社会保障的满意度显著高于民营或外资企业（F=24.065；Sig=.000)。无固定工作的受访者对社会保障与有固定的受访者对社会保障的满意程度没有显著区别（F=.366；Sig=.545）。少数民族受访者对社会保障状况满意度显著低于汉族受访者（F=18.163；Sig=.000）。
    人们对医疗状况的不太满意，其满意度均值为2.90分。其中，34.3%的受访者对医疗状况表示不满意；32.6%的受访者对医疗状况表示“一般”；33.1%的受访者对医疗状况表示满意。少数民族对医疗状况的满意度显著低于汉族（F=108.995；Sig=.000），收入水平与医疗状况关系显著，低收入群体对医疗和社会保障满意度显著低于中高收入群体。
在医疗水平方面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29.7%的受访者表示不满意；在中部地区36.1%的受访者表示不满意；在西部地区29.5%的受访者表示不满意；东北地区的受访者对医疗状况最不满意，其中53.3%的受访者对医疗状况表示不满意。无固定工作的受访者对医疗水平的满意度显著低于有固定工作的受访者（F=10.843;Sig=.000）。收入水平与医疗状况和社会保障状况满意度的关系显著，低收入群体对医疗和社会保障满意度显著低于中高收入群体。不同单位类型的医疗满意度存在区别，但是区别并不显著（F=1.687；Sig=.150）。
表5.3医疗和社会保障领域的满意度均值的分布
	
	
	医疗状况
	社会保障

	户口类型
	农业
	2.91
	2.95

	
	非农业
	2.90
	3.22

	属地类型
	本地
	2.89
	3.14

	
	外地
	2.94
	3.01

	城乡类型
	主城区
	2.89
	3.12

	
	非主城区
	3.01
	3.10

	民族
	汉族
	2.94
	3.14

	
	少数民族
	2.45
	2.97

	区域
	东部
	2.97
	3.05

	
	中部
	2.93
	3.12

	
	西部
	3.06
	3.31

	
	东北
	2.43
	3.11

	工作状态
	有固定工作
	2.95
	3.11

	
	无固定工作
	2.87
	3.13

	收入水平
	低等
	2.86
	3.11

	
	中等
	3.16
	3.32

	
	高等
	3.06
	3.32

	单位类型
	党政机关
	3.09
	3.29

	
	事业单位
	2.86
	3.24

	
	企业
	2.98
	3.22

	
	社会团体
	2.86
	2.97

	
	没有单位
	2.87
	3.09

	单位属性
	国有或集体
	2.94
	3.25

	
	私有或民营
	2.90
	2.98

	
	外资
	2.75
	2.83

	较他人的社会地位
	较高
	2.75
	3.00

	
	一般
	3.04
	3.19

	
	较低
	3.01
	3.49


2、社会赋权
社会赋权，指个人的力量和能力在何种程度上通过社会结构发挥出来，社会制度能在何种程度上提高个人的行动能力。我们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对社会赋权的程度进行测量。选择“政府愿意听取老百姓的意见”、“为了社区事务，我会主动提出意见”、“我经常和朋友讨论社会上”、“社会的公平公正状况”、“现在群众利益等能够得到切实的保护”。受访者的感受被划分为5个层级，“1”表示很不赞同，“2”表示较不赞同，“3”表示一般，“4”表示较比较赞同，“5”表示很赞同，分值越高，表示对社会赋权程度越高。
统计结果显示，社会赋权满意度得分为3.29分（满分为5分，分值越高表示越满意）。受访者比较关注社会重大事件、热点事件，经常和朋友讨论，51.7%的受访者表示赞同。其中社区事务参与并提意见的满意度最低，41.6%的受访者表示赞同。对“政府听取民意”的满意度均值为3.26分，其中23%的受访者表示“不赞同”；对“社会公平公正”的满意度为3.26分，对“现在群众利益等能够得到切实的保护权益保障”，22.8%的受访者表示赞同，38.6%的受访者表示不赞同。
3、社会包容
社会包容，指人们接近那些构成日常生活的多样化制度和社会关系的可能性，人们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获得来自制度和社会关系的支持。社会包容的政策意义在于，它关乎个体平等的权利和价值，如何来减少社会排斥。我们询问受访者对各类社会关系的主观感受状况，将其划分为“很不好”、“比较不好”、“一般”、“较好”、“很好”五个类别。
统计结果显示（见图5.4），社会包容度均值为3.14分（分值越大表示关系越和谐），从受访者的主观感受来看，贫富关系冲突紧张程度最高，46.6%的受访者认为贫富关系不和谐。其次为干群关系，29.7%的受访者认为干群关系不和谐；再次为城乡群体关系，26.7%的受访者认为城乡关系不和谐。
图5.4 社会包容各领域满意度均值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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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人们的经济收入出现明显的差距，贫富悬殊问题越来越突出，这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最近，中国社科院在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8）》其中指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全方位扩大。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额差距增加了近12倍，并且各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明显加大。客观收入差距引发了贫富关系紧张程度。
统计结果显示，社会包容水平存在显著的区域性差异（F=36.223；Sig=.000），其中东北地区社会包容程度最高，社会包容分值为3.30分；东部地区社会包容分值为3.13分；中西部地区社会包容水平最低，中部地区社会包容分值为3.09分，西部地区社会包容分值为3.07分。户籍制度对社会包容水平有着显著影响（F=118.869；Sig=.000），城市居民中的农业户籍受访者对社会包容状况的评价（3.04分）低于非农业户籍受访者（3.20分）。受访者的属地类型显著的影响其对社会包容状况的感知，本地人对社会包容状况的评价显著高于外地人（F=48.917；Sig=.000）。低收入群体对社会包容的评价（3.15分）显著低于中高收入群体（3.22分）。位于社会地位中间阶层的受访者认为社会包容水平最高，其分值为3.19分，较低社会地位的受访者对社会包容水平评价为3.09分，较高社会地位的受访者对社会包容水平的评分为3.08分。
统计结果显示，贫富关系紧张感受存在显著区域性差异（F=35.223；Sig=.000），其中中部地区（3.09分）和西部地区（3.07分）社会包容程度显著低于东北（3.30分）和东部地区（3.13分）。本地人对对贫富关系和谐程度的感觉好于外地人。社会地位与贫富关系感觉呈正相关关系，受访者的地位越高，其认为贫富关系越和谐。受访者的收入水平越高，认为贫富关系越和谐。
统计结果显示，干群关系紧张感受存在显著区域性差异（F=35.223；Sig=.000），其中中部地区（3.09分）和西部地区（3.07分）社会包容程度显著低于东北（3.30分）和东部地区（3.13分）。农业户籍受访者对干群关系的感受显著差于非农业户籍受访者，35.7%的农业户籍受访者认为干群关系紧张，25.2%的非农业户籍受访者认为干群关系紧张。划分受访者属地类型后，外地人认为干群关系更为不和谐，27.5%的本地人受访者认为干群关系不和谐，37.4%的外地人受访者认为干群关系不和谐。社会地位与贫富关系感觉呈正相关向关系，受访者的地位越高，其认为贫富关系越和谐（F=85.986；Sig=.000）。低收入群体对干群关系的满意度显著低于中高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中34.8%的受访者认为干群关系不和谐。社会地位较低的群体认为干群关系更不和谐，社会地位较低群体中31.8%的受访者认为干群关系不和谐。
表5.4社会包容在各项特征值上的分布
	
	
	社会包容
	贫富关系
	干群关系

	户口类型
	农业
	3.04
	2.56
	2.76

	
	非农业
	3.20
	2.58
	2.95

	属地类型
	本地
	3.16
	2.60
	2.91

	
	外地
	3.03
	2.40
	2.74

	区域
	东部
	3.13
	2.56
	2.86

	
	中部
	3.09
	2.58
	2.84

	
	西部
	3.07
	2.54
	2.91

	
	东北
	3.30
	2.61
	2.98

	工作状态
	有固定工作
	3.12
	2.56
	2.86

	
	无固定工作
	3.15
	2.58
	2.89

	收入水平
	低
	3.15
	2.58
	2.73

	
	中
	3.21
	2.71
	2.88

	
	高
	3.22
	2.81
	3.14

	较他人的社会地位
	较高
	3.09
	2.43
	2.80

	
	一般
	3.19
	2.68
	2.94

	
	较低
	3.08
	2.81
	3.07


4、社会凝聚
社会凝聚（Social Cohesion）是指以团结为基础的集体认同，揭示的是基于共享的价值和规范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的本质，考察一个社会的社会关系在何种程度上能保有整体性和维系基本价值规范。社会凝聚指的是社会团结和社会整合问题，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分化或分裂，并且人们的社会凝聚程度越高，表示人们的社会归属感越强。社会凝聚的测量包括信任、整合的规范与价值观、社会网络、社会认同等方面。本报告从社会成员的人际信任、政府职能部门的信任以及社会道德观念层面来综合测量社会凝聚力状况。
统计结果显示，社会凝聚力分值为2.71分（满分5分，分值越高表示社会凝聚力越强），这显著低于社会质量的总体满意度分值3.35分。党员受访者对社会凝聚度显著高于非党员受访者。汉族受访者社会凝聚度的满意程度显著高于少数民族受访者。非农业户籍受访者对社会凝聚度的满意程度显著高于农业户籍受访者。本地人受访者对社会凝聚度的满意程度显著高于外地人受访者。东部地区受访者和东北地区受访者对社会凝聚度的满意程度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我们还注意到，受访者社会地位越高，受访者的社会凝聚程度越高，社会归属感越强。受访者收入水平越高，其对社会凝聚程度越高，社会归属感越强。
首先，人们普遍认为社会道德价值观较为模糊，得分最低，其满意度分值为2.46分。我们询问受访者对“社会上的是非标准变得很模糊”的看法，受访者的态度被划分为5个层级，“1”表示完全赞同，“2”表示较赞同，“3”表示一般，“4”表示较比较不赞同，“5”表示很不赞同，分值越高，表示对社会道德水平越高。统计结果显示，59.0%的受访者认为现在社会上的是非道德标准模糊，25.6%的受访者表示一般，仅有15.4%的受访者表示“很清楚”。
其次，人们对人际信任的状况并不太满意，得分为2.84分。受访者 “现在很难找到真正可以信赖的朋友”来测量人们的社会信任和社会关系状况，受访者的感受被划分为5个层级，“1”表示完全赞同，“2”表示较赞同，“3”表示一般，“4”表示较比较不赞同，“5”表示很不赞同，分值越高，表示对社会赋权程度越高。统计结果显示，该题器的得分为2.84分。其中，10.6%的受访者表示“完全赞同”，“33.5%”的受访者表示比较赞同，“23.7%”的受访者表示一般，“24.7%”的受访者表示比较不太赞同，“6.7%”的受访者表示完全不赞同。
最后，人们为政府职能部门的信任度较高，总体平均分值为3.27分。在制作对政府信任度量表的时候，我们设计了5个题器，政府职能部门的信任度来观察。对政府职能部门的信任度包括对“公安局/派出所”、“法院”、“工商、税务部门”、“社会保障部门”、“信访部门”、“城管部门”的信任程度，受访者的感受被划分为5个层级，“1”表示很不信任，“2”表示较不信任，“3”表示一般，“4”表示较信任，“5”表示很信任，分值越高，表示对政府职能部门信任度越高。统计结果显示，人们对政府职能的信任度较高，分值为3.27分。这表示，人们对政府管理的信任度依然维持在较高水平，政府部门是团结凝聚社会的重要组织力量。其中，人们对城管部门的信任度最低，33.1%的受访者对城管部门表示不信任；其次，人们对信访部门的信任度较低，19.8%的受访者对信访部门的表示不信任。
图5.5  社会凝聚的各领域满意度分值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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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5社会凝聚各领域在各项特征值上的均值分布
	
	
	社会凝聚
	政府信任
	人际信任
	社会道德

	政治面貌
	党员
	2.95
	3.40
	2.92
	2.49

	
	非党员
	2.84
	3.25
	2.82
	2.45

	民族
	汉族
	2.87
	3.28
	2.83
	2.48

	
	少数民族
	2.73
	3.15
	2.89
	2.21

	户口类型
	农业
	2.78
	3.12
	2.85
	2.44

	
	非农业
	2.90
	3.36
	2.83
	2.45

	属地类型
	本地
	2.88
	3.30
	2.86
	2.47

	
	外地
	2.74
	3.11
	2.75
	2.41

	区域类型
	东部
	2.88
	3.23
	2.84
	2.48

	
	中部
	2.8
	3.23
	2.85
	2.57

	
	西部
	2.84
	3.25
	2.77
	2.41

	
	东北
	2.90
	3.48
	2.87
	2.29

	单位类型
	党政机关
	3.05
	3.39
	2.95
	2.71

	
	事业单位
	2.79
	3.25
	2.77
	2.38

	
	企业
	3.00
	3.31
	3.08
	2.47

	
	社会团体
	2.83
	3.24
	2.80
	2.39

	
	没有单位
	2.82
	3.15
	2.83
	2.44

	单位属性
	国有或集体
	2.89
	3.35
	2.84
	2.41

	
	私有或民营
	2.84
	3.23
	2.84
	2.43

	
	外资
	3.17
	2.49
	2.16
	2.61

	较他人的社会地位
	较低
	2.78
	3.26
	2.82
	2.37

	
	一般
	2.91
	3.14
	2.85
	2.54

	
	较高
	3.03
	3.27
	3.00
	2.50

	网络参与
	从不
	2.88
	3.24
	2.87
	2.49

	
	有时
	2.82
	3.15
	2.78
	2.43

	
	经常
	2.66
	3.07
	2.70
	2.18

	收入分组
	低
	2.86
	3.26
	2.82
	2.48

	
	中
	2.89
	3.41
	2.85
	2.43

	
	高
	2.92
	3.27
	2.90
	2.65


中国政府在各类经济和社会事务中有着重要作用，对政府信任程度是社会稳定和执政的重要基础。统计结果显示，是对政府职能的信任度显著高于对人际关系和社会道德的信任度，但存在显著的群体性差异。党员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度显著高于非党员。汉族受访者对政府机构信任度显著高于少数民族受访者。非农业户籍受访者对政府机构信任度显著高于农业户籍受访者。东北地区受访者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显著高于其它地区。中等收入受访者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度越高显著高于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网络参与成为人们获得信息的重要方式，受访者网络参与程度与政府机构的评价和信任程度呈负相关关系。统计结果显示，经常上网的受访者对政府信任程度（3.07分）显著低于偶尔上网者（3.15分）和从不上网者（3.24分）。
六、结论与思考
随着城市化、城镇化和工业的推进，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发生着重大变革。最近几年政府更是积极推进以社会福利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社会保障和医疗服务等水平不断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质量不断进步，但物价上涨、食品安全隐患、贫富分化和干群矛盾不断升级等社会问题已成为人们生活中重要的社会问题。
在这个背景下，本报告从生活现状的满意度和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度两个指标来评价分析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指人们对生活现状包括个人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两个层次的满意程度，生活信心度是个人未来生活状况包括个人未来生活条件和宏观社会环境未来发展前景的看法和预期，统计结果见表6.1。1、本报告将生活质量划分为两个时间维度，即对现状的满意度和对未来状况的信心度。总体看来，人们对生活总体现状基本满意（3.18分），对未来生活改善较有信心（3.27分）。
2、本报告将生活质量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宏观层次以社会制度为核心的社会质量，一是微观层次以个人基本需求为内容的生活条件。人们认为微观层次个人的生活现状好于宏观层次社会环境的现状，这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加快改革相应的社会制度的要求和任务。其中，个人生活满意度均值为3.24分，对社会质量的满意度均值为3.04分。人们对未来三年社会质量会变好更有信心，对社会未来三年发展更为充满信心，即人们对国家未来的改革和发展充满了期待和信心，这是国家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其中，人们对社会质量提升的信心度分值为3.35分，而对未来三年个人生活改善的信心度为3.19分。
表6.1  生活质量的指数分布图
	
	生活现状的满意度
	未来生活的信心度

	微观——个人生活
	3.24
	3.19

	宏观——社会质量
	3.04
	3.35


说明：表格中数据为基于5级量表得分。
3、从微观层次来看，人们对个人生活状况基本满意，满意度均值为3.24分，但三个具体的需求层次的满意度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人们对社会情感需求比较满意，分值为3.59分。其次，人们对个人物质生活条件较为满意，分值为3.08分。最后，人们对自我成就状况最不满意，分值为3.03分。这说明，社会资源的分配制度和社会流动的机会结构仍存在较大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改革。 
4、在物质生活领域，人们对个人收入状况最不满意，满意度分值为2.8分。32.6%的受访者对个人收入状况不满意，45.6%的受访者表示一般，23%的受访者对家庭经济情况不满意。在社会情感领域，人们对家庭关系和人际关系较为满意，74.3%的受访者对家庭关系感觉满意，60.01%对人际关系感觉满意。然而，人们对社会支持的感觉不太满意，其中30.4%的受访者对困难时得到帮助感觉不满意。
 5、从社会设施状况来看，人们对各类社会设施状况不太满意，满意度均值为2.97分。其中，人们对物价水平和食品安全状况最不满意，人们对物价水平和食品安全状况改善的信心不足。65.4%的受访者对物价水平不满意， 53.9%的受访者对食品安全状况不满意。31%的受访者认为物价水平会变差，20%的受访者认为食品安全状况会变差。
6、从社会信任来看，人们对国家政府机构的制度信任较高，而对作为国家权力代表的政府官员的职业信任较低。一方面，人们对国家各政府机构的信任度较高，其均值为3.27分，对国家的高度信任为进一步的改革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另一方面，人们认为干部和群众的关系较为紧张，其中，10%干部与群众关系和谐，28%的受访者认为干群关系不和谐。这不利于国家政策的执行，这也引发了诸多社会矛盾。有必搭建政府、官员和人们群众有序的信息沟通渠道，理顺三者的信任关系，实现政府行政管理的上令下行、下情上达的有效治理。
 7、从社会凝聚（social collusion）状况来看，社会规范的基础较为不足，满意度分值为 2.71分，这不利于社会团结和稳定。其中，社会道德价值观缺失是降低社会凝聚力的重要因素，其分值为2.46分，显著低于其它维度。13.5%的受访者认为现在社会道德观念非常模糊，43.8%的受访者认为现在社会道德观念比较模糊。25.6%的受访者认为一般，仅有12.1%较清楚，3.3%的受访者认为非常清楚。显然，重建社会道德价值观体系成为关系社会团结和稳定发展的基本内容。
8、从社会包容状况来看，贫富关系冲突和干群关系紧张成为两大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在七大关系中得分最低。贫富关系和谐状况的得分为2.57分，干群关系和谐状况得分为2.88分。其中，14%的受访者认为穷人与富人关系和谐，45%的受访者认为穷人和富人的关系不和谐；10%的受访者认为干部与群众关系和谐，28%的受访者认为干群关系不和谐。人们与代表资本的富人和与代表权力的官员的关系冲突，并同时成为两大社会问题，这可能促使社会两极分化，从而诱发底层社会的不满。
9、从客观指标来看，社会阶层化和社会结构化问题突出显著（见表1）。受访者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声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社会客观方面呈现出显著的社会阶层化和社会地位一致性。而客观社会地位一致性越强，社会流动和社会变迁的活力越是不足，社会不平等问题越是突出，社会群体冲突紧张越是严重。
10、从主客观指标的关系来看，客观地位和主观地位存在显著的一致性，进一步强化了社会阶层化和突出了地位一致性问题。受访者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声望越高，其主观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越高（见表6.2）。主观地位一致性将进一步恶化社会不平等问题和社会群体冲突问题，降低社会流动和变迁的活力。
11、人们对社会地位满意度较低，满意度均值为2.92分。人们对社会地位状况较不满意，其中，26.6%的受访者对社会地位状况不满意，45.%的受访者表示一般，24%受访者表示满意。并且，客观社会地位、主观社会地位和地位的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一致性（见表6.2）。即客观地位越高，主观社会地位越高，人们社会地位满意度越高。
表6.2地位主客观指标相关关系
	
	收入水平
	受教育程度
	职业声望
	主观社会地位
	主观经济地位

	收入水平
	
	.263**
	.157**
	.213**
	.262**

	受教育程度
	.263**
	
	.191**
	.154**
	.127**

	职业声望
	.157**
	.191**
	
	.113**
	.148**

	主观社会地位
	.213**
	.154**
	.113**
	
	.694**

	主观经济地位
	.262**
	.127**
	.148**
	.694**
	


12、社会地位满意度和社会质量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R=.121,；Sig=.000）。底层社会群体对社会地位满意度和社会质量的满意度显著偏低，这可能激发底层社会的反行为。因此，如何建立社会冲突的安全阀机制，如何在社会制度安排层面保障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的生活需求，提高底层社会人们的生活质量，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将是未来政策制定的重要内容。
13、高收入群体的健康问题值得关注。高收入群体的个人经济生活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满意度较高，但是高收入群体的健康状况满意度显著低于其它群体。其中，高收入群体中有17.3%的受访者对个人健康状况不满意。各单位类型中，外企受访者健康满意度显著低于其它群体，其中21.8%的受访者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不满意。
    14、中国正在形成或培育出一个中产阶级群体，成为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按收入层级来看，中等收入群体的总体生活满意度最高，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显著高于其它群体（F=19.004；Sig=.000），成为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因此，国家应该在政策上尽可能推动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的发展和成熟，避免他们出现被剥夺或被挤压的倾向，这一方面有助于避免社会出现两极化，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
15、虽然低收入群体对生活满意度较低，但对低收入群体对未来生活却较有信心，分值为3.28分。其中，低收入群体对宏观社会环境和制度条件的改善充满信心，分值为3.26分。这反映出国家对弱势群体的扶助力度较大，不管是对农业的反哺，还是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城镇的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的推行，都在很大程度上让这些最低层的群体得到了尽可能大的实惠。、16、虽然城乡一体化迅速推进，但是人们的生活质量仍存显著的城乡差距，农业户籍受访者对生活现状的满意度显著低于城市户籍受访者（F=19.888，Sig=.000）和未来生活的信心程度（F=13.024；Sig=.000）。具体而言，农业户籍受访者对物质生活、社会经济保障、政府信任等多个方面的满意度均显著低于非农业户籍群体。其中，如何真正实现一体化和缩小城乡差距仍是中国未来数年的重要任务。17、随着城市化和城镇化迅猛推进，大量人口流入城市工作生活，外地人的总体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本地人（F=16.654；Sig=.000）。外地人对人际关系状况（F=12.473；Sig=.000）主观感受显著低于本地人，流入城市的外地人过去主要依靠“熟人”的非正式网络建立信任，这一方式显然已经难以满足“移民”社会的需要。城镇化迅速发展，非本地户籍群体成为推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外地人在社会保障（F=22.385；Sig=.000）、住房状况（F=79.504；Sig=.000）、社会包容（F=48.917；Sig=.000）、政府信任（F=72.763；Sig=.000）等方面的满意度显著低于本地人。27%的外地人认为社会保障水平较低，35.4%的外地人受访者对住房状况不满意，33.2%的受访者对医疗状况不满意。地方政府如何为外地人融入流入地提供制度渠道，提高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水平将是其重要工作内容。
    18、三大社会群体住房难问题成为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低收入家庭对住房状况满意度较低，满意度分值为3.05，22.4%的受访者对住房状况不满意；外地人对住房状况不太满意，满意度分值为2.83，其中35.4%的受访者对住房状况不满意；青年年龄组（20-30岁）对住房状况最不满意，满意度分值为2.90，其中28.5%的受访者对住房状况不满意。因此，如何构建适合居民购买能力的住房体制亟待改革。
    19、人们对医疗总体状况不太满意，34.3%的受访者对医疗水平感觉不满意,32.6%的受访者认为医疗状况一般，33.1%的受访者对医疗状况感到满意。医疗满意度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东北地区对医疗状况最不满意，其中东北地区53.3%的受访者表示不满意。主城区的医疗满意度（2.89分）显著低于非主城区的医疗满意度（3.01分）。在医疗改革进程中，有必要关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城区人均医疗资源拥有量问题。
    20、受访者宗教信仰与其人均收入存在非常显著的相关关系(R=.035，Sig=.000)，即受访者的收入越高，有宗教信仰的可能性越高，这反映出物质生活富裕和精神的需求相对落后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高收入群体中18%的受访者有宗教信仰，而中等收入群体中有7%的受访者有宗教信仰，低收入群体中有10%的受访者有宗教信仰。
    21、宗教信仰对人们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但是极大提高了人们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度。虽然不信教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均值为3.18分，不信教群体的满意度均值为3.14分，两者不存在显著差异。然而，信教者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度的均值为3.48分，这显著高于不信教者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度均值（3.25分）。
    22、少数民族受访者在个人物质生活、医疗状况、社会保障水平几个方面的满意度显著低于汉族受访者，尤其对医疗水平状况非常不满意。其中，25.6%的少数民族受访者对社会保障状况不满意，53.8%的少数民族受访者对医疗状况不满意，18.8%的少数民族受访者对经济发展状况不满意， 18.7的少数民族受访者对教育水平不满意。少数民族和汉族群体的生活总体满意度没有显著差异，均为3.18分。少数民族受访者对未来生活改善颇有信心，分值为3.43分，并且显著高于汉族受访者（分值为3.26分）。
    23、网络互动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人们重要的社会交往方式。28.9%的受访者经常或者有时上网。网络参与具有突出的“年轻化”特征，16-30岁以下的年轻人有61.6%的受访者偶尔或者经常上网。30-39岁年龄组有35.3%的受访者偶尔或者经常上网。40-49岁年龄组有20.9%的受访者偶尔或者经常上网。而老年人的网络参与较低，50岁以上年龄组仅有12.6%的受访者偶尔或者经常上网。网络参与扩大了人们社会交往，改善了人们的人际关系状况。“经常上网”的受访者对人际关系的满意度显著高于“有时上网”或“从不上网者”的受访者（F=5.119；Sig=.006）。
    24、网络参与信息获取和民意表达的重要媒介，然而网络参与程度对人们的社会态度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F=19.848;Sig=.000），网络生态治理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经常上网的受访者对政府信任显著偏低（F=10.015;Sig=.000），对社会道德价值观的态度更为消极。“经常上网”群体中有73%的受访者认为社会道德价值观模糊，“有时上网”群体中62.1%的受访者认为社会道德价值观模糊，“从不上网”群体中57%的受访者认为社会道德价值观模糊。因此，政府进行网络舆情引导，营造健康积极向上的网络社会，尤其是发挥网络的媒介功能引导青年人的社会道德价值观。
总之，2012年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基本满意，对未来生活改善较有信心。但是人们对个人生活现状的满意度高于对社会质量的满意度，对个人未来生活改善的信心度低于社会质量改善的信心度。这些现象提出了社会制度改革和发展的要求，并且具有良好的改革基础。如何调整经济结构促进发展，如何调控物价、房价，如何治理食品安全，如何重建社会价值体系以真正提升个人的生活质量等一些列问题都需要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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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质量的概念在关于欧洲社会政策研究中普遍采用，将该概念引入中国社会研究可参见《社会质量研究：理论、方法与经验》（张海东，2010）。





�对区域的划分，我们依据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标准，将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8个省（市）归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6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广西、重庆、四川、云南、甘肃5个省（市、自治区）；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和黑龙江2个省。


�对职业地位较为详细的编码可参见：Harry,B.G, Ganzeboom, Donald,J., Treiman,1996,Internationally Comparable Measures of Occupational Status for the 1988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5.


�劳动年龄人口(population of working ages)泛指有劳动能力和就业要求的劳动适龄人口。包括从事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就业人口和要求工作而尚未获得工作职位的失业或待业人口。国际上一般指16-64岁为劳动年龄人口，我国分分性别规定男16～60岁、女16～55岁为劳动年龄人口。本报告中劳动适龄人口指16-60岁年龄组人口。









